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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欧阳修既曾著文强烈斥佛，又与佛徒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 庆历新政失败后，他在滁州贬所一

度消沉，与多名佛徒接触，日后虽然文学上日趋成功，政治上日趋稳健，但思想上始终没有改变对佛教的

己见。 致仕后改“醉翁”为“六一居士”，甚至有文字记载他是持《华严经》卷宗离开这个世界的，但没有任

何一部佛教典籍把这位居士列入佛门章次。 “居士”一名究竟如何归属，成了一个难以理清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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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善结佛缘，庆历新政前又突然撰文排佛

北宋以降，欧阳修排斥佛教几成公论，就是
因为他写了《本论》一文。 《本论》写于庆历二年
（1042），归纳起来有如下要点：一、尧、舜、三代
时，“礼义之教充于天下”，佛教无法兴起。 二、三
代之后王道衰微，礼义废弃，佛教乘机传入中国。
三、必须摒除佛教，因为：（1）佛教违背王道之礼
义，又有“为善之说”。 （2）佛教为夷狄文化。四、要
战胜佛教必须复兴王道， 让民知道礼义，“礼义
者，胜佛之本也”［1］居士外集卷 9·本论。 北宋之前的中国
历史上有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排佛、 毁佛行动，令
欧阳修困惑的是：“佛法……攻之暂破而愈坚，扑
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 ”［1］居士外集卷 9·本论

庆历二年五月， 宋仁宗诏三馆臣僚上书言
事，欧阳修立即上《准诏言事上书》，条陈当务之
急的“三弊五事”，不久便递上了《本论》。
在此期间， 任国子监直讲的欧阳修同年、好

友石介和孙复，都对佛教持排斥态度，分别写有
《怪说》和《儒辱》。 三人对佛教违背中国礼义、弃
绝人伦的说法大同小异，石介说“灭君臣之道、绝
父子之亲、弃道德、悖礼乐、裂五常、迁四民之常
居、毁中国之衣冠、去祖宗而祀远裔汗漫不经之
教，行妖诞幻惑之说”［3］卷 5·怪说；欧阳修说“弃其父

子，绝其夫妇，背离人性”［1］居士外集卷 9·本论。
欧阳修、孙复、石介对佛教的批评，并没有系

统性，也没有进入到理论深处，“都是从社会、伦理
的角度批佛，并不是单从理论上批佛，亦不能真
正把佛批倒”［4］124。 正如南宋罗大经所说：“韩文公、
欧阳公皆不曾深看佛书，故但能攻其皮毛”［5］卷 10。
与欧阳修后人有交往的叶梦得，对庆历二年

欧阳修上《本论》一事有另一种说法：“文忠初未
有是意，而守道（即石介）力论其然，遂相与协力，
盖同出韩退之。 ”［6］卷上叶梦得的依据可能出自欧

阳修的言与行存在悖理现象：斥佛，却与佛徒保
持着密切的接触。 司马光对欧阳修的斥佛发表过
这样的异议：“吕晦叔（吕公著）之信佛，近夫佞；
欧阳永叔之不信，近夫躁，皆不须如此。 信与不
信，才有形迹便不是。 ”［7］35“才有形迹”，应该指的
就是欧阳修与僧人们的密切交往。
笔者认为这确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从他的诗

文及其他史料， 我们可以列出 21 位与欧阳修有
交往的僧人来，在写《本论》之前，他就和八位僧
人有过交往：

1.天圣九年（1031）作《智蟾上人游南岳》，庆
历后作《送智蟾上人游天台》。 ［1］居士集卷 10、居士外集卷 3

2.明道元年（1032）九月，与友人游嵩山，首次
与修炼《法华经》的汪姓僧人接触，以不解“古之
高僧临生死之际，类皆谈笑脱去”请教，老僧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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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古之人念念在定慧，临终安得乱？ 今之人念
念在散乱，临终安得定？ ”欧阳修的反应，记载不
一，佛家说“文忠大惊，不自知膝之屈也”［8］卷上；朋
友谢绛说“永叔扶道贬异，最为辩士，不觉心醉色
怍，钦叹忘返”［1］附录卷 5·游嵩山寄梅殿丞书。 对刚刚走向社
会、性格狷狂的欧阳修来说，这些话可能过去从
未听过，猛然听到而“心醉色怍”或有可能，“膝
屈”之说出自佛家，不能尽信。

3.景佑元年（1034）为明因大师作塔记。 明因
俗名卫道铨，并州文水县人，圆寂前一年（明道元
年）与欧阳修偶然结识。 明因圆寂后，其徒求他
“志其始终者”，遂作塔记。 ［1］居士外集卷 13·为明因大师作塔记

4.景佑二年，为净慧大师题禅斋，有诗《题净
慧大师禅斋》。 ［1］居士外集卷 6

5.宝元二年（1039），作诗《送琴僧知白》。 ［1］居士

外集卷 3

6.庆历元年（1041），作诗《送昙颖归庐山》。 ［1］

居士集卷 1

7.庆历元年，应山东诗僧秘演的盛请，为好友
石曼卿撰写墓表。 ［9］卷下

8.庆历元年，为惟俨作《释惟俨文集序》。 ［1］居士

集卷 43·释惟俨文集序

欧阳修成为文坛宗师，与他广泛结交文友是
分不开的，即便这些人身披袈裟。 在他看来，“天
下无事时，智谋雄伟非常之士无所用其能，往往
伏于山林，老死不出”［10］内编卷下，这些伏于山林的又
多为僧人。 苏轼说：“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诗
书、学仁义之说者，必引而进之。 ”［2］卷 34·钱塘勤上人诗集叙

从欧阳修的诗文中也不难发现，与他交往的
这几位僧人都有值得他赞赏的地方。 知白的琴弹
得好，欧阳修为之“肃然”；秘演“状貌雄伟，胸中
浩然”，又“驰骋文章”［10］内编卷下；“惟俨虽学于佛，而
通儒术，喜为辞章，非贤士不交”，“俨傲乎退偃于
一室 ，天下之务 ，当世之利病 ，听其言 ，终日不
厌”； 昙颖是欧阳修天圣八年在京城考进士时认
识的第一位僧人，“为人奇逸，智识敏妙，书史无
不观，训章尤雅丽”［11］卷 4·宋仁宗庚子嘉佑五年。
如此， 欧阳修为什么要写强烈排斥佛教的

《本论》呢？ 此前一年，在送别昙颖归庐山的诗中，
还表达出“羡子识所止，双林归结庐”的羡慕之
情。 但欧阳修同样要对皇帝建言、关心国家形势：
“西北苦兵战，江南仍旱枯。 新秦（指西夏）又攻

寇，京陕募兵夫。 圣君念苍生，贤相思良谟。 嗟我
无一说，朝绅拖舒舒。 ”［1］居士集卷 2·送昙颖归庐山叶梦得所

说欧阳修初无排佛之意，令人信服，在写《本论》
之前，我们确实没有见到他有排斥佛教的片言只
语，因而《本论》的推出，就显得十分突然。

二、新政失败，贬谪滁州，与僧众再续佛缘

欧阳修在庆历新政中奋身敢言， 言无畏避，
得罪权贵，遭受排挤和打击。 新政失败、贬谪、丧
女等挫折，使他一度情绪低落，心神难定，甚至产
生“还尔禽鸟性，樊笼免惊怵”［1］居士集卷 2·班班林间鸠寄内

的归隐念头。 所以，初贬滁州时，他就真的在州西
南“林壑尤美”的琅琊山中放浪形骸、借酒排忧了。
欧阳修毕竟没有被击倒，“蔚然深秀”的滁州

山水又使他转忧为乐，《醉翁亭记》说：“禽鸟知山
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
知太守之乐其乐。 ”诚然，山林之美，与同僚宴饮，
与州民同游，在山花、溪流、绿荫、泉声之中，暂时
忘却贬谪之懑、公务之烦，都可以乐。 如果仅仅局
限于这个角度的揣摩，那一定会有疏漏。 琅琊山
中不是还有开化律寺吗？ 曾经与僧众有过交往的
他，难道不想继续在那里寻找“智谋雄伟非常之
士”和“通儒言”、“治诗书、学仁义”的僧人吗？ 事
实果然如此： 他的确又在那里结识了几位僧人，
这在佛家典籍和他个人的文集中都留有记录。
一、拜访僧希茂、瑞光。 据《琅琊山志》记载：

欧阳修到滁州后，曾经“思得林下人可语者”，问
一吏，吏称北寺瑞光、希茂二僧为佳，并说“儒尊
士行，僧论德业，如希、茂二人者，三十年蹈不越
阃，衣惟布素，声名利养，了无所滞，故邦人高其
操履而师敬之”。 欧阳修利用暇日前往拜访，视其
素行，一如吏言。 第二年，欧阳修对琅琊山的僧人
们说到二人，琅琊（应指琅琊寺住持慧觉）曰：“若
吏所言，诚为高议，请记之，以晓未闻。 ”［12］卷2·高僧传

欧阳修庆历五年到滁，距写《本论》已经过去
三年，到滁后即“思得林下人可语者”，说明被贬
后的欧阳修可能想从佛家那里寻找一些思索人

生的话题，或为解脱苦闷，或为重新审视佛说。 可
以肯定的是：他不会为修改《本论》或继续抨击佛
教去找寻根据，如果出于这个想法，那便是问道
于盲了。

欧阳修：一个终生排佛又难定归属的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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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琅琊寺慧觉方丈的交往。 琅琊山广照
禅师慧觉，西洛人，得法汾阳，应缘滁水，时为琅
琊寺方丈。 欧阳修拜访他，写有《琅琊山六题·慧
觉方丈》诗：“青松行尽到山门，乱峰深处开方丈；
已能宴坐老山中，何用声名传海上。 ”［1］居士集卷 3仔

细揣摩末句，似乎有自况、自警之味。
欧阳修的门生曾巩于庆历七年八月到滁州，

有《奉和滁州九咏·慧觉方丈》诗：“七言老意苍松
蟠，百金古字青霞镌；儒林孟子先生是，墨者夷之
后代传。 ”［13］卷 2·P17诗中的“墨者夷之”指战国治墨
家之道的夷之，见孟子有悟而反其道、非墨子之
道（事见《孟子·滕文公》）。 曾巩所说的“夷之后
代”可能是指欧阳修。 在曾巩看来，欧阳修与慧觉
见面，以儒者身份去见佛家，有点象夷之拜见孟
子，也有可能像夷之那样改变观点。 作为老师，欧
阳修当然是“儒林孟子”，而“夷之后代传”，不能
排除有戏谑意味的规劝之意。
三、与琅琊寺智仙和尚的交往。关于智仙，《五

灯会元》等佛家典籍作“智迁”，张方平的诗中又
称“智先”。 在滁州这个地方，“智仙”的知名度很
高，原因即在《醉翁亭记》中有“作亭者谁，山之僧
智仙也”的记叙。 醉翁亭的营建，自然是由智仙操
办的，据明代万历《滁阳志》记载，“智仙禅师，有
戒行而通儒言。 宋庆历中，欧阳文忠公守滁，尝命
师建亭于酿［让］泉之傍，公颜之曰醉翁亭，为作
《记》焉”［14］卷9·仙释。清代《滁州志》记载略同，只是将
文中的“尝命”二字漏录。
因营建醉翁亭，通儒言的智仙与欧阳修有较

多接触，因而可以作儒学、佛学交流：智仙：“花为
无情取次开。 ”欧阳修：“浅深红白宜相间，先后仍
须次第栽。 ”［1］居士集卷 11·谢判官幽谷种花智仙：“脑后一枝
花。 ”欧阳修：“白发戴花君莫笑，六幺催拍盏频
传。 ”［1］近体乐府卷三·浣溪沙·堤上游人逐画船

从以上比较中不难看出，诗和偈之间的诗情
禅意，是他们交流的结果，究竟是欧阳修从智仙
那里获得禅的启发，还是智仙从欧阳修那里获得
诗的借鉴，已经很难说清楚了。
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 欧阳修游山饮酒，返

回时轿子插花、头上戴花，难道是真的喝醉了？
花在佛界不是一般的物品，佛典有“昔时佛

祖拈花，惟迦叶微笑，既而步往极乐”的记载。 在
佛祖看来，“一花一世界”， 从一朵花中便能悟出

整个世界，故寺庙常见到关于“花”的楹联。 夏历
四月初八佛诞节这一天要向佛祖献花，至今在日
本还保留着这一习俗。 显然，欧阳修在琅琊山佛
教圣地乘轿插花、头上戴花，就难免是受了佛家
习俗的影响，也学着体验一下“脑后一枝花”的感
觉。
四、与居讷禅师的交往。 据《五灯会元》，庐山

圆通居讷祖印禅师，为云门宗青原九世延庆荣禅
师法嗣。 《五灯会元》卷十六和《佛祖通载》卷十九
记载他受具足戒后，“初以讲学冠于诸方”， 佛学
造诣较高。
在诸多佛家资料中， 欧阳修与居讷的关系，

被比作唐代韩愈与大颠的关系，大颠改变了韩愈
对佛教的看法，同样，居讷改变了欧阳修对佛教
的看法。 事实未必如此。
记载两人会面的是南宋释志盘的 《佛祖统

纪》：“庆历四年， 谏议欧阳修……左迁滁州。 明
年，将归庐陵，舟次九江，因托意游庐山，入东林
圆通谒祖印禅师居讷，与之论道。 师出入百家而
折衷于佛法，修肃然心服，耸听忘倦，至夜分不能
已，默默首肯，平时排佛为之内销，迟回踰旬不忍
去。或谓此与退之见大颠正相类。 ”该书也写了欧
阳修与居讷争论，双方引经据典，各执一端。 谈到
韩愈时，居讷说：“退之倡排佛老，足下今又和之，
将使后世好名之士援韩氏欧阳氏以为法，岂不为
盛德之累？ ……足下旧著《本论》，孜孜以毁佛为
务，安得众口不毁公于天听之前乎？ ”这时“修大
惊赧，为之谢曰：修胸中已释然”，“修自此颇有省
发。 及后入参大政，每誉于公卿，岁时书问未尝
绝”。 ［16］卷 45

志盘的记载有不实之处。 姑且不论欧阳修后
来到底信佛否，欧阳修的文集中就没有任何书简
能够证明他们“书问未尝绝”。 仅凭与居讷的一次
见面，就说他“肃然心服”而改变，是很难令人信
服的。
不能相信上述记载的另一理由是他们见面

地点———庐山。 欧阳修被贬滁州，心情不快，可以
理解，但排解郁闷要跑那么远的路程去见一位交
往不深的僧人，实在不可思议。 而且，欧阳修身为
一谪官，按北宋制度，一般不允许跨州拜访串联，
他怎么可能在滁州任职期间去庐山呢？ 更没有请
假回庐陵老家路过庐山的任何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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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欧阳修全集中的确收录有《赠庐山
僧居讷》诗：“方瞳如水衲披肩，邂逅相逢为洒然。
五百僧中得一士，始知林下有遗贤。”［1］居士外集卷 6该

诗没有注明写作时间， 从全集中排列位置分析，
约写于皇佑年间。 因为皇佑元年，汴京建“十方净
因禅院”，仁宗诏“三省定议，召有道者住持”，时
欧阳修为礼部侍郎，与程师孟“奏诸庐山圆通寺
居讷”，因“讷称目疾不起。 帝益敬重，听举自代。
讷乃以怀琏应诏”［10］卷 4·仁宗己丑皇佑元年。 可能怀琏到
京后，欧阳修写了这首赠诗回应。
从诗的内容分析，欧阳修与居讷或许就在滁

州琅琊寺邂逅。 《滁阳志》和《琅琊山志》“慧觉禅
师”条有这样的记载：“（师）尝住琅琊开化禅寺，
有五百梵僧寓习休夏，同日而来，同日而去，……
五百梵僧之来往，三十二相之无差。 ”与欧阳修的
诗联系起来揣测：那云游各地的五百僧众很可能
就是居讷所率的僧众，在抵达琅琊山“寓习休夏”
时，与欧阳修邂逅。 所谓“五百僧中得一士”，当指
仁宗皇帝在众多僧众中知道居讷的大名。 当然也
可以理解为居讷推荐给仁宗的怀琏，这里的“士”
即子弟。
既然说“邂逅”，如果理解是欧阳修去庐山见

居讷，就不是“邂逅”了。 《佛祖统纪》还记载：欧阳
修知扬州时，祖印讷禅师曾遣僧问讯，联系欧阳
修的赠居讷诗以及两人见面居讷批评 《本论》一
文，说明欧阳修与居讷邂逅只能是在写《本论》之
后、移扬州之前的滁州任职期间。
五、与法远禅师的交往。 浮山法远圆鉴禅师，

郑州圃田人，天禧中与明安延公相契，辞去后“依
滁州琅琊觉禅师”［17］卷 17，后为临济宗南岳十世归
省禅师的法嗣。 晚年由姑苏天平山移住浮山会圣
岩（今枞阳县浮山）。 依此断定欧阳修到过浮山是
不确的， 道理同欧阳修不会去庐山见居讷一样，
他们相见只能是在法远滞留琅琊寺期间的庆历

年间。 而且欧阳修离开滁州后，法远仍在琅琊寺，
张方平到滁州接任知州时，在诗中还提到“尘劳
何日脱，来伴远公游”［18］卷3·游琅琊山寺。

欧阳文忠公闻师奇逸，造其室，与客棋，
师坐其旁。 文忠遽收局，请因棋说法，师即令
挝鼓升座，曰：“若论此事，如两家着棋相似，
何谓也？ 敌手知音，当机不让，若是缀五饶

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闭门作
活，不会夺角冲关，硬节与虎口齐彰，局破后
徒劳逴斡，所以道肥边易得，瘦肚难求，思行
则往往失粘，心粗而时时头撞，休夸国手，漫
说神仙，嬴局输筹即不问，且道黑白未分时，
那一着落在什么处？ ”良久曰：“从前十九路，
迷悟几多人。 ”文忠嘉叹，从容谓同僚曰：“修
初疑禅语为虚诞，今日见此老机缘，所得所
造，非悟明于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 ”［14］卷 12

这段故事，在欧阳修的文集中没有记载，但佛家的
记载未必虚诞。 欧阳修自己精通棋术，他家藏五
物中就“有棋一局”。 法远的论述自然会增加欧阳
修对佛家的印象，进而影响他对佛门的看法。
六、与学诗僧惟晤的交往。 欧阳修有《酬学诗

僧惟晤》诗，从全集中排列的位置看，似应作于庆
历七年，时欧阳修仍在滁州。 诗中有“勤勤袖卷
轴，一岁三及门”句，则惟晤可能也是琅琊山僧
人，其身份及宗门，佛家资料中没有记载。
惟晤拜访欧阳修，是为了向他请教关于学习

《诗经》及如何作诗的问题，欧阳修婉转表示自己
的意见。 大意是：《诗经》收录三百零五篇，不是一
个人的成果，你身为佛徒，恐怕不太容易全面掌
握。 “子佛与吾儒，异辙难同轮”，“惟求一言荣，归
以耀其伦”，“嗟子学虽劳，徒自苦骸筋”，“苟能知
所归，固有路自新”。 他还引韩愈的话劝他“收敛
加冠巾”，从《诗》的源头学起。 ［1］居士集卷 4可见他对

僧人依旧保持着往日的热情和矜持。
七、释文莹赴滁拜会欧阳修。 文莹，钱塘人，

工诗，尤留心史事，熙宁间在荆州金銮寺，著有
《湘山野录》、《玉壶野史》、《玉壶诗话》、《诸宫集》
等书，和苏舜钦是诗友。 欧阳修贬谪滁州期间，苏
舜钦推荐文莹去滁州拜访，文莹在书中有记录：公
尤不喜浮图，文莹顷持苏子美书荐谒之，迨还吴，
蒙诗见送，有“孤闲竺干格，平淡少陵才”，及有
“林间着书就，应寄日边来”之句，人皆怪之。 ［9］卷上

文莹所记欧阳修的诗，未见《欧阳修全集》收
录。 诗中“竺干”，印度的别称，通常在文人的诗中
指佛，“竺干格”与“少陵才”相对，表达了他在滁
的心境。 至于“应寄日边来”的“日边”，可以指京
城，也可以指遥远的地方，以前诗的心态分析，似
应作遥远的地方理解，即佛国、仙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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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介绍，从天圣九年至庆历二年的十二年
间，欧阳修结识并交往的佛徒八人，而在滁州短
短的两年多时间，他就结识七个佛徒，因此，他在
《醉翁亭记》中所说的“不知太守之乐其乐”的乐，
应该包括他与僧人的交往所获得的快乐。
滁州两年多的贬谪生活，与他交往的几位僧

人，究竟对他的思想产生多大的影响，由于他没
有留下多少文字，很难揣摩。 不过为政期间风调
雨顺，年成丰收，社会安定，百姓能与他同乐，他
的思想最终还是愉快的，正如他给梅圣俞的信中
所说：“某此愈久愈乐，不独为学之外有山水琴酒
之适而已，小邦为政期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
忽小官，有以也。 ”又说：“他事非独不挂口，亦不
关心，固无浅深可示人也。 ”［1］书简卷 6他所说的“他
事”， 不知何指， 当然不会是家长里短的街谈巷
议，从“无深浅”来推测，或许就是“排斥佛老”之
事， 因为他在文集中可以说该记录的都记录了，
宣达圣意、醉酒林溪、寄情山水、抚琴品茗、访古
搜遗、诗文创作、联络文友、奖掖后进等等，唯独
缺少与僧人交往的详细记录。 或许有记录，以后
出于其他原因删去而不收录罢了。

三、身居高位，接触佛徒少，排佛立场未变

如何评价欧阳修在滁州的这段经历，史学界
和文学界都有不同的评价，刘德清先生有一个简
括、准确的界定：“欧阳修的政治活动以滁州之贬
为界限，可以分为前后两期，政治思想与实践有
着显著变化。 ”［19］笔者同意这个论断。从他后期的
为人处事、作品风格，都可以看得出当年议论朝
政的锋芒和锐气缺少了，厉声抗陈、直抒胸臆的
风度衰减了。 他前期是激昂、勇进的，后期是沉
稳、凝滞的。 在佛教问题上，前期排斥佛教的态度
尖锐、与佛徒结交面广，后期斥佛的态度低缓、与
佛徒交往极少。 这种性格的变化，他自己也有叙
述：二十七岁时“予生本是少年气，瑳磨牙角争雄
豪”［1］居士外集卷 1·绿竹堂独饮；六十三岁时反思，“某性自
少容，老年磨难多，渐能忍事”［1］卷 151·书简·答黎宗孟。 一
个“忍”字，含义深沉。
性格的转变也是处事方法的转变，或许他对

佛教真的有了新的感悟， 学会了在官场周旋中，
尽量沉稳、谨慎，或者说佛家的定、慧之功，在他

与僧人的交往中，有所领悟和掌握。 但是，本质上
他对佛教的态度并没有彻底改变，只是到晚年稍
有移位而已。
尽管佛家资料竭力表述欧阳修与禅师们交

谈之后表现出“心折”、“肃然心服”，但这只是佛
家的一厢情愿， 欧阳修的排佛念头不可能 “内
销”。 正如元代释觉岸所说：“公以文章道德为儒
者宗，心虽一贯，言必排释氏。 ”［11］卷 4·宋神宗辛亥熙宁四年

我们可以从他离开滁州到致仕前二十多年间对

佛教的态度去求证。
欧阳修于至和元年（1054）八月参与修《新唐

书》。 该书的编写前后计十七年，前十年由宋祁主
持，后七年欧阳修主持，“列传”部分署“宋祁”，余
“本纪、表、志”部分署“欧阳修”。 从《新唐书》对佛
教人物的取舍，可以看出欧阳修是排斥佛教的。
刘昫《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一“方伎”收

录三十人，内有道家二人，佛家七人。 《新唐书》列
传第一百二十九“方技”收录二十二人，《旧唐书》
三十人中只收录十二人，无佛家。 诚然，“列传”是
宋祁撰写，欧阳修尊重宋祁没有改动一字，作为
后来居上的刊修官，他不可能把书的责任全部推
给编写者，无论是无意干预，还是有意删削，作为
身负“史学家”之责、之名的欧阳修，在这个问题
上负有“失德”之衍。 当代学人批评《新唐书》是有
道理的：“一面推崇提倡‘道统’的韩愈，一面极力
排斥外来的佛教，在这鲜明的对照中可以清楚看
到《新唐书》的一个带倾向性的思想：为了维护封
建专制统治，极力抵制外来文化，大肆宣扬本土
固有的‘君臣之道’、‘礼义之本’，甚至可以不顾
历史事实，把一个有魄力敢于吸收当时世界各种
思想文化的唐代社会，篡改成为无视外来文化的
封闭社会，竟将对东西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玄奘
等高僧从史书中抹掉！ ”［20］下卷·8·史学篇

难怪此事在佛家的资料中要喋喋不休：“欧
阳修、宋祁修《唐书》成。 ……将《旧唐书》所载释
道之事并皆删去，惜哉”［21］卷 18，“有净因自觉禅师
初学于司马光，尝闻其言曰：‘永叔不喜佛，旧《唐
史》有涉其事者必去之。 尝取二本对校，去之者千
余条，因曰：驾性命道德之空言者，韩文也；泯治
乱成败之实效者，新书也。 ’”［16］卷 45

除了《新唐书》，我们从嘉佑到治平年间，欧
阳修整理古代碑拓所写的集古录跋尾中，也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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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他对佛教的态度。 此举一例：“右《会昌投龙
文》。 余修唐《本纪》至武宗，以谓奋然除去浮图锐
矣，而躬受道家之箓，服药以求长年，以此知其非
明智之不惑者，特其好恶有所不同尔。 及得《会昌
投龙文》，见其自称‘承道继玄昭明三光弟子、南
岳炎上真人’，则又益以前言为不缪矣。 ……会昌
之政，临事明果，有足过人者，至其心有所贪，则
其所为与庸夫何异？ ”［1］卷 137·集古录跋尾此为治平元年

五月撰写。 假定我们站在欧阳修庆历二年斥佛的
立场上观察唐武宗毁佛，这次行动“拆寺四千六
百余所， 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 正是这些
“待农而食，待蚕而衣”的僧众使得国家“物力凋
瘵，风俗浇诈”。 现在都结束了，欧阳修一定喜形
于色，但欧阳修并非如此，在他看来，你武宗毁佛
转而去“受道家之箓，服药以求长年”，与“所谓菩
萨戒弟子”有什么区别呢？ 欧阳修认为武宗与“庸
夫”类同。
分析欧阳修从庆历贬滁之后，经皇佑、至和、

嘉佑、治平这十几年，获得宋仁宗的关顾不小，他
的仕途基本上是顺利的，虽然与僧人还有联系，只
不过身份不同了，接触的机会少了，从现存仅有
的一首《酬净照大师说》来看，他对僧人的态度也
趋于平淡了。 诗中写道：“佛说吾不学，劳师忽款
关。 ……林泉苟有趣，何必市廛间。 ”除了净照，另
一个与欧阳修有交道的僧人契嵩，需要一提。 据
《释氏稽古略》等书记载，契嵩，见天下之士学习
古文，慕韩愈，拒佛教以尊孔子，遂作《原教论》十
二卷十余万言，嘉佑三年亲往京师，进奏给仁宗，
“仁庙览其书，可其奏，敕送中书丞相韩魏公、参
政欧阳文忠公”，“韩琦、欧阳修相与观叹。 欧阳公
曰‘不意僧中有此郎……’，于是朝廷旌以‘明教大
师’号，赐书入藏中书”［22］卷 1。 志盘的《佛祖统纪》
还记载：欧阳修“黎明同琦往净因见之，语终日。 ”
这位明教大师主张儒佛合一：佛、儒“心同而

迹异”，佛家的“五戒”即儒家的“五常”：不杀，仁
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
言，信也。 佛儒皆有益于治道，“行一善则去一恶，
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万刑息于国，则陛
下之言，坐致太平之也”。 ［23］卷 10·书启

欧阳修对契嵩，除了上述记载中的那一句赞
扬，并与韩琦一道去净因寺见面外，未见有任何
记录，无赠诗，无书简，似乎不合欧阳修对人的一

贯风格，尤其过去对僧人的那种热情。 即便是他
去世的前一年，苏轼去杭州任职，他还托苏轼给
在杭州的慧勤带信，为什么对通儒学的契嵩就那
么冷淡呢？
似乎不难理解，晚年的欧阳修对佛教的排斥

力度虽然不似庆历二年那样激烈，但骨子里对佛
的看法没有改变，对契嵩的冷淡，原因可能是多
方面的，公务繁忙，年齿增加，性格改变等等都是
事实，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契嵩把儒、佛“心同而
迹异”的话说到位了，对欧阳修无疑是挑战，能够
同意他的论点而与他探讨研究吗？ 那无异是放弃
儒家的立场，去和佛家谈融合，他没有深读佛教
典籍，谈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况且自己现在身居
二府的高位，怎么表态都影响巨大，保持缄默应
是最稳妥的选择。

四、临终前近佛近道，致使“居士”难定归属

熙宁三年（1070），欧阳修由青州赴任蔡州途
中在颍州小住，九月七日自号“六一居士”，作《六
一居士传》。熙宁四年六月十一日致仕。熙宁五年
闰七月二十三日在颍州去世。 从某种意义上说，
致仕前一年自命“居士”，表明他完成了一次人生
的嬗变，但又是不明确、不彻底的嬗变。 “居士”一
词可作多种解释。 一、古时指未做官的知识分子
为居士。 二、梵文“迦罗越”的意译，指在家信佛的
人。三、古印度称广积资财的人为居士。令人困惑
的是，根据欧阳修的言行，我们无法确认这个“居
士”到底属哪一种。
佛家对他自命“居士”大加称赞：说他“排佛

之心已消，故心会其旨而能以‘居士’自号，又以
名其文集，信道之笃，于兹可见”［16］卷 45。 但这种说
法并不能令人信服。 对于致仕的欧阳修，本身就
已经是居士了，但晚年的他又确实留下许多超出
儒家与佛、老有关的言行。
我们不妨把佛、 老两个方面的资料都捋一

下，看看能否准确理解“居士”的含义。
关于佛家，根据宋代的资料，说欧阳修近佛、

信佛的有六条。
1.苏轼《东坡志林》卷三《僧相欧阳公》记载，

晚年的他与苏轼谈他少年时接受僧人相面。 究竟
什么起因，没有更多记载，但可以猜想他们在议

欧阳修：一个终生排佛又难定归属的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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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平生与佛的关系。
2.给小儿子取名“和尚”（事见王辟之《渑水燕

谈录》卷十）。
3. 在颍州听蜀沙门说官妓卢媚前生为尼，诵

《法华》三十年，遂召卢媚，令左右教之《法华经》，
卢媚竟能“一闻即诵，它经则不能”（见《遯斋闲
览》卷四十五）。

4.病中入冥府见十王，事见葛立方的《韵语阳
秋》卷十二，“既寤，病良已。自是遂信佛法”。而此
事是葛立方父文康公葛胜仲听陈去非介绍，陈去
非又是听欧阳修的孙子欧阳恕说的。
以上四条并不能说明什么，而记载欧阳修信

佛较为真切的是南宋叶梦得，叶又是从欧阳修的
儿子欧阳棐与弟子汝阴老书生那里获得信息的。
欧阳修晚年听说富韩公（富弼）得道于净慈本老，
而净慈的高弟颙华严就在荐福寺，欧阳修拜访他
“问其说，颙使观《华严》，读未终而薨”［6］卷上。 再者
是叶梦得在汝阴拜访欧阳修之子欧阳棐，“入门
闻歌呗钟磬声自堂而发。 棐移时出，手犹持数珠
讽（即背诵）佛名，具谢今日适斋日，与家人共为
佛事方毕。 问之，云公无恙时，薛夫人已自尔，公
不禁也；及公薨，遂率其家良贱悉行之”［6］卷上。 这
条资料充分说明欧阳修终生都没有步入佛国的

大门。
关于道家的，也有七条资料。
1.晚年追忆嵩山异像（事见《戏石唐山隐者》

诗 ［1］居士集卷 9），即游嵩山见到“四字丹书———神清
之洞”。 叶梦得亦有详细记载［6］卷上，实际是石头上
的苔藓，别人没有看出来，他看成四个字。

2.不申请佛寺坟地。北宋制度，政府官员可以
申请安排祖茔的寺庙，欧阳修却申请道观（庐陵
有西阳观，避父讳作西阳宫），故“凡执政以道宫
守坟墓，惟公一人”［6］卷上。

3.戏称醉翁为仙翁，有给颍州知州陆子履的
诗［6］卷上，叶梦得记载他“有超然物外之志”。

4.任职亳州期间去老子太清宫焚香。 有诗云
“我是蓬莱宫学士，朝真便合列仙官”［1］居士集卷 14 句。

5.与亳州道士许昌龄（即《戏石唐山隐者》中
的隐者）交往颇多，有赠诗数首。

6.与蔡州道士刘道渊有交往，离开蔡州时，送
给这位同龄道士一领道服作为纪念。

7.晚年身穿道服。 “欧阳公在颍，惟衣道服，称

六一居士”［24］卷 4。 苏轼也有诗证实此事：“我怀汝
阴六一老，眉宇秀发如春峦。 羽衣鹤氅古仙伯，岌
岌两柱扶霜纨。 至今画像作此服，凛如退之加渥
丹。 ”［2］卷 25·欧阳晦夫遗接离琴枕戏作此诗谢之

前面说到 ，自命 “居士 ”是一次嬗变 ，这个
“变”未必一定是思想、信念、信仰的大改变，而是
态度、感情、兴趣的小改变，说明对过去反对的东
西能够包容了、能够接受了，否则不会留下以上
关于佛、老的资料。 即便他穿了道服，那也是中国
的宗教，不会从心里产生反感。 即便借阅《华严
经》，也不代表他就信佛了，研究它，可以看，了解
一下怎么回事，需要看，因为在滁州期间结识的
几位僧人，如居讷、法远都是念《华严经》的。
对欧阳修有深入理解的苏轼在论及欧阳修

与佛的关系时，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永叔不喜
佛，然其聪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真佛法
也。 今人徒知诵前时之抵排，而不能察后来之信
服，以故二子（指韩愈、欧阳修）终受斥佛之名，其
不幸乎。 ”［2］补遗·书后五百六首·跋刘咸临墓志其实，这也只是成
为佛门“东坡居士”的苏轼在为欧阳修打圆场而
已。 欧阳修对佛教是否真的“信服”，已经无须考
证清楚，假如欧阳修的生命能延续数年，也许有
可能更靠近佛门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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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结构和文化背景， 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
观。 在追求自然的基础上，他们对“私利”的态度
是截然不同的。 李贽追求的是童心、真心、自然本
心，在追求的过程中不排除私利。 李贽建设性地
提出人伦道德发乎真情实感。 不是真情实感，就
是虚情假意， 虚情假意则不是真正的人伦道德。
显然，李贽不反对儒家的人伦道德，但强调以人
性的自然而然的真情实感来理解和维护人伦道

德。 确切地说，李贽所认同和维护的儒家伦理不
是一种外在的形而上的绝对权威，而是内在于人
性人心人情的真真切切。 但是卢梭却认为在追求
人性的时候，要回归自然，不在乎私利，他以性善
论为依据、“归于自然”为纲领、“率性发展”为原
则，在人类的自然状态下，没有贵贱之差，知识是
具体的，道德也是具体的，没有脱离实践的知识
或道德， 脱离了社会的知识或道德是无用的，因
而十分注重在实践中获得善念，用行动表达个人
美德。 虽有方式方法上的不同，可李贽和卢梭二
人都把人性论推向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四、李、卢二人自然人性思想的历史回响。

李贽与卢梭追求自然之道，以及追求自由与
平等的思想都对当代人类社会有很大的启迪意

义。 李贽的思想可以说是一种审美的生存方式，
这对当代中国社会有着很多的借鉴意义。 他认为
真正的境界是一种自然真心的境界，其全力追求

的自由也是一种审美境界。 而卢梭作为一个优秀
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思想永远闪烁着光辉，在他
的思想中，处处都充满了对人的关怀，他的思想
也引发了后来的法国大革命，成为法国思想的启
蒙。 直到现在，他的教育思想和政治观念仍然是
人们汲取营养的思想宝库。 实际上，无论是李贽
的晚明时期，还是卢梭时代的法国，社会都极度
动荡不安，而传统的思想处于崩溃中，新的思想
还没有建立，这时的人们从社会转向自然，在那
里寻找属于自己的思想寄托。 尽管卢梭的社会思
想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和空想性，但其自然教育
思想却不乏积极意义。 李贽的自然人性论背后也
有着其无法克服的缺点，只有真正地做到从人民
的利益出发，从整个社会出发，才能真正地实现
和谐社会。 如果说中国的儒家是一种保守的维护
正统的精神， 道家则对正统不满却又走向逃避，
所以中国需要从李贽的思想出发，更要走向卢梭
的结论，以提高中国人的自然与自由之精神。 可
以说李贽和卢梭思想的分声部合奏唱响了他们

时代的人性复归之歌， 作为文艺美学史上的大
师，他们二位的思想与观点一直影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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